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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腐败及其动因、效应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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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范围内的腐败，绝大多数发生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然而，迄今有关

腐败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本文则聚焦于企业主体，根据现有文献，探索其腐

败成因、效应与控制。分析发现：①企业腐败的动因，包括个体、组织和环境三个层

面的多种要素及其互动；②企业腐败的微观效应，包括掠夺之手、扶持之手、无为之

手，乃至不同情境下的权变之手；③企业腐败的控制，需兼及组织内部与外部，结合

微观与宏观，实施多维治理。最后，结合中国情境特征，本文从六个方面指出了未来

研究与改革方向，并构建出一个腐败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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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腐败本身的长久性和普遍性，以及大规模腐败案件的频发，促使腐败问题成为学

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反腐成绩有目共睹，但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李雪勤，２０１４）。究其根源，“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

是根本的缺陷”（中央纪委研究室，２０１４）。

学界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尚存四点有待改进之处：①研究对象。一方面，既有腐

败研究大多聚焦政府而忽略企业。事实上，绝大多数腐败均发生于商业组织与政治机

构之间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２００１），因而企业等营利性组织应该对腐败的形成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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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责任 （Ｌｕｏ，２００５）。甚至有企业家断言：

“中国官员的散漫和腐败很多时候是企业家慢慢

培养出来的 （曹德旺，２０１４）”。对于转型国家

而言，从企业角度理解腐败问题，或许更加恰

当和重要 （李捷瑜和黄宇丰，２０１０）。另一方

面，尽管也有少量研究关注企业内部 （Ｆｅｉｎ＆

Ｗｅｉｂｌｅｒ，２０１４），如考察高管腐败问题 （徐细

雄，２０１２），但与企业腐败存在显著差异：尽管

企业腐败多由高管实施，但高管腐败通常是基

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内部治理问题，是高管从企

业攫取资源为己所用的行为；而企业腐败的分

析层次更高，与政府腐败相对应，研究结论也

对 “从体制、机制、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更

有价值。②研究视角。腐败成因涉及心理、社

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因素 （Ｇｅｔｚ，２００６），

任何单一学科视角都难免有失偏颇，因而有必

要从跨学科视角进行整合研究。③研究层次。

既有研究多分别从个体、群体、组织、行业乃

至制度层次探讨成因，忽视了多层次成因之间

的互动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动因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④研究结论。目前关于腐败效应的

研究结论，至少涵盖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难

以形成共识，由此给反腐政策的制定与落实造

成了障碍。

中国要通过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的改革，实现 “从体制、机制、制度上解决腐

败问题”的愿景 （李雪勤，２０１４），就有必要在

反腐实践中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突破前述局限。

聚焦企业腐败、探索中国反腐实践的微观路径，

是当下反腐研究的新方向。全文各部分安排如

图１所示，具体包括：首先，阐释企业腐败的

界定、分类与测量；其次，分析企业腐败的多

层动因与多重效应；再次，探索腐败控制机制；

又次，探究中国情境下企业腐败的特殊性；最

后，评述既有研究不足，指出潜在研究方向，

并构建一个分析框架。

图１　企业腐败的研究脉络

二、企业腐败的界定、分类与测量

（一）企业腐败的界定

腐败的界定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差异。经

济学将腐败视为一种权力寻租行为，即个体为

了私有或个人利益而滥用职权的行为 （Ｔａｎｚｉ，

１９９８；Ｇｅｔｚ＆Ｖｏｌｋｅｍａ，２００１）。在管理学领域，

腐败是一种不道德、反社会、不良的偏差行为，

组织的不正当或反生产行为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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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政治学则关注腐败行为的主体，认为它

是公职人员为了私利以权谋私的行为 （何增科，

２００８；白景坤，２００９）。更一般地，《牛津词典》

将其界定为 “掌权之人的不诚实或非法行为”。

综上视角，本文将企业腐败界定为企业这

一营利性组织与政府之间的非法资源交换。就

此界定，有三点需要进一步说明：①尽管营利

性组织腐败问题的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非营利

组织，但前者在反腐败进程中具有更大的责任。

②这里界定的企业腐败问题，尽管其逻辑也可

能适用于企业之间，但企业与政府间的腐败，

则是绝大多数经济体中腐败行为猖獗的元凶。

③关注企业腐败，并不意味着个人腐败不重

要———事实上，企业层次的腐败是由高管或不

同层次的雇员来完成，且他们的行为也部分或

者完全代表着组织———然而，个体腐败与企业

腐败又有着本质区别，以腐败的最初动机及受

益对象来区分：个体腐败 （如高管腐败）的最

初动机是获取一己私利，甚至不惜以牺牲企业

利益为代价；企业腐败则无论谁是实施个体，

其最初动机是使企业受益 （Ｌｕｏ，２００５）。

（二）企业腐败的分类

基于上述对企业腐败的界定，有研究从受

益人与合谋两个维度，将组织层次的腐败区分

为 “腐败个体的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和 “腐败的组织”（ｃｏｒｒｕｐ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两种类型 （Ｐｉｎ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这两个

维度分别包含两个具体问题：①腐败行为的初

始受益方是个体，还是个体所代表的组织？

②腐败行为的实施方是个体，还是两个及以上

的行为主体？尽管这两种腐败在测量和分析层

次上均以组织为观测单位，但前者是组织成员

们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腐败行动；后者则指

为了组织的利益，组织中的群体以协同腐败。

对于后者而言，即使个体能够从代表组织的腐

败行为中获益 （如分红或者高价的优先股），但

组织仍是最初与直接的受益方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Ｒｏｔｈｍａｎ，１９８２）。

此外，还可根据腐败强度的大小与卷入层

级的高低两个维度，将企业腐败分为四种类型。

这些腐败行为在实践上一般表现为行贿、诈骗、

勒索与徇私四种形式，其本质则可从七个方面

来描述：以情景为基础，偏离道德，与权力相

关联，非常隐蔽，蓄意为之，事后机会主义以

及可以感知 （Ｌｕｏ，２００５）。

（三）企业腐败的测量方法

１直接度量：访谈和问卷

理论上，要使经理人愿意坦白谈论腐败，

必须运用合适的调查方法和访谈技巧：①选择

当地的行业协会作为调查的实施者，以避免政

府介入带来的不信任；②以间接方式逐步引入

腐败问题，以避免回答者卷入不当行为中；

③在访谈的最后提及腐败问题，以使调查者有

足够的时间建立起必要的可信度和信任；④在

问卷不同板块中以多样的方式提及腐败问题，

以提高腐败数据的真实性 （Ｒｅｉｎｉｋｋａ＆Ｓｖｅｎｓ

ｓｏｎ，２００６）。实践上，直接询问的内容主要包

括腐败额度或比重、腐败频率、是否腐败以及

综合方法四个方面。

第一，腐败额度或比重。比如，可以通过

询问企业 “向海关、工商、税务、治安或环境

管制部门所支付的额外或不合理费用”，实施企

业腐败调查 （Ｒｅｉｎｉｋｋａ＆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１）。也

可询问企业：“平均来看，请估计像你们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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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般会将多大比重的年销售额，用于向

官员支付非正式酬劳或礼物？” （ＥＢＲＤ，２００５）

此外，还可参考世界银行 ２００８年对 ３０个转型

经济体中企业的调查数据，以企业贿赂占销售

额比重来测量企业腐败程度。比如，询问企业

“有时被要求给官员送礼或者非正式支付，以便

能够在海关、税收、许可证、管制和服务等方

面 ‘把事做好’。那么企业出于此目的，通常会

支付年总销售额或者年总估计价值的百分之多

少，作为非正式费用或者礼物给政府官员？”

（Ｋｒａｍｍｅｒ，２０１４）

第二，腐败频率。比如，可以采用１～５分

量表的问卷调查，询问 ＥＭＢＡ和 ＭＢＡ毕业生：

“你所知道的其他企业”和 “像你这样的企

业”，在以下各种情形中的花费分别 “超过

２０００元人民币”的频率：①分别在重要节日，

邀请官员参加公司举办的研讨会或聚会，邀请

官员参观公司，邀请官员讲话四种情况下，所

提供的酬劳或礼物；②发生与公司有关的政策

或社会问题时，分别为政府官员提供的：酬劳

或礼物，招待费，差旅费。通过剔除部门经理

及以下职位的受访者，即可获得较为真实、准

确的企业腐败数据 （Ｇａｏ，２０１１）。又如，可以

询问企业 “是否要支付与进出口许可、营业执

照、汇率管制、税务、治安或贷款有关的不合

理的、额外的费用”，并用１～７分量表表示企

业行贿或被索贿的普遍性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Ｗｅｉ，

１９９９）。１９９６年和 １９９７年 《世界竞争力报告》

中对几十个国家的企业调查提供了这些数据。

世界银行２００９年商业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也采

纳同样的调查方法 （ＤｅＲｏ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第三，是否腐败。既可直接询问企业是否

腐败，亦可根据企业对腐败额度或频率的回应，

判断企业是否腐败。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的 “中国

私营企业调查”询问私营企业主 “你认为本地

区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政策来反腐败”，来获取企

业对腐败的主观感受。① Ｄｕ等 （２００８）运用这

一数据，探讨了腐败和企业 ＦＤＩ区位选择的

关系。

第四，综合方法。覆盖８３个国家１００３２家

企业的２０００年世界商业环境调查 （ｗｏｒｌｄ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询问了企业负责人两

个问题：①腐败频率：企业为了办事，多久必

须向政府官员支付一次非正规的 “额外酬劳”？

选项１～６代表频率由强到弱。②腐败额度：像

您这样的企业，每年需要将收益中的多大比重

支付给公务人员？选项１～７表示由小到大。与

此类似，世界银行联合中国国家统计局合作开

展的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 “投资环境调查”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ｕｒｖｅｙ），涵盖了中国 １８个城市

２４００家企业。其中，是否贿赂可根据企业汇报

的贿赂情况生成，贿赂强度则可由企业汇报的

２００２年贿赂总数与当年净资产之比计算得出

（Ｈｕａｎｇ＆Ｒｉｃｅ，２０１２）。

２间接度量：基于公开资料的代理变量

迄今为止，中国情境下企业腐败的代理测

量方法，主要来自上述 “投资环境调查”。除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第一轮调查外，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开

—４１１—

① 该调查自１９９１年开始，调查对象为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及其所有者各方面状况。除１９９１年由国家体改委和国家工商局组织外，
随后调查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主持，迄今共开展了十轮，调查年份分别为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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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第二轮调查包含了辽宁省１５个主要城市的

１０７０家企业。２００５年实施的第三轮调查囊括了

除西藏自治区外的３０个省区１２０个城市１２４００

家企业。这三次调查所获得的截面数据，可被

整合为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包含１２８个

城市１５８７０家观测企业的面板数据库。其中，

企业的招待和差旅支出费用之和除以企业总收

入，可以作为测量企业腐败的指标———这两种

费用会被要求公开在会计名目中，且很有可能

被用来掩盖企业的腐败支出 （Ｃａ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更早之前，陈冬华等 （２００５）曾以吃喝

和差旅费表征国企高管 “超额的、灰色的”职

务消费，衡量高管腐败。

也有研究仅仅运用上述 ２００５年的截面数

据，将企业的招待费和差旅费分开，并将人均

招待费用作为腐败的代理指标———差旅费中有

部分是合理支出，尤其是营销人员的正常业务

支出 （黄玖立和李坤望，２０１３）。当然，考虑到

企业也可能将行贿的支出或购买礼品的灰色支

出合理化包装后进入差旅费，也可合并招待费

和差旅费进行稳健性分析，还可使用企业公车、

股权集中度作为工具变量来测量腐败程度，以

防止内生性问题加剧。此外，还可使用企业与

税务、公安、环保和劳动保障等政府部门打交

道的时间占全年时间的比重，来测量企业腐败

（Ｗａｎｇ＆Ｙｏｕ，２０１２）。

三、企业腐败的多层动因

基于既有研究，下面从个体、组织与环境

三个层次由内而外逐层深入分析企业腐败的驱

动因素，以期为反腐败提供制度依据。

（一）个体层次的动因与机制

企业腐败在组织内部的运作方式可分为两

类：一类为个体单独行动 （如 ＣＥＯ或董事长等

个体单独进行贿赂等腐败行为）；另一类为个体

行为拓展至群体再上升到组织 （如由 ＣＥＯ或董

事长到高管团队再到企业整体参与贿赂等腐败

行为）。无论哪一类，其最终载体仍为个体。因

此，对个体层次动因与机制的探究，有助于对

企业腐败行为的本质进行归因。

１动因：个体的主动或被动特质

代表组织实施贿赂等腐败行为的个体，影

响其行为的个体因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①主动方面，包括个

体缺乏正直 （Ｆｒｏｓｔ＆Ｒａｆ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９）、道德认

同 （Ｒｅｅｄ＆Ａｑｕｉｎｏ，２００３）、自我控制 （Ｍａｒｃｕｓ

＆ Ｓｃｈｕｌｅｒ，２００４） 和 同 理 心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０），以及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水平较低

（Ｗｅｂｅｒ＆Ｗａｓｉｅｌｅｓｉｋ，２００１）等。②被动方面，

根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的普遍限

制。比如，无法识别情景中的道德本质 （Ｂｕｔ

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惯常发生的系统性认知

偏差 （Ｍｏｏ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背离道德标准的倾

向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９９），理顺思想意识以重塑行

为的方式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Ａｎａｎｄ，２００３），以及运

用倾向于排除伦理维度的认知脚本 （Ｇｉｏｉａ，

１９９２）等。这些人类能力限制的客观存在，影

响着个人的行为，似乎使腐败成为一种必然。

２机制：从个体扩展到群体再上升到组织

腐败行为从个体拓展到群体再上升到组织，

需要满足三个要件：权力、合理化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和社会化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代表组织实施

贿赂等腐败行为的个体，必然掌握着权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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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行使决策权。这些掌权者们经过个人或小团

体判断，代表组织做出腐败决策后，便伴随着

实施者们的合理化与社会化过程。

（１）从个体到群体。作为一种心理战略，

合理化允许员工将腐败行为视为正派做法。员

工们可能会集体使用这种战略，来抵消由于参

与非伦理行为所产生的悔意或负面情绪。组织

中个体使腐败合理化的最常用策略包括六个方

面：否认责任 （认为自己除了参与腐败别无选

择）；否认伤害 （认为无人将会因自己的行动受

到伤害，因而并非真正的腐败）；否认犯罪 （认

为受到侵害的当事人都是罪有应得）；社会权衡

（认为腐败的谴责者没有资格批评自己，或者认

为其他人比自己更坏）；追求更高的忠诚度 （认

为自己违反律条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价值）；

平衡总账 （使用工作中积累的努力，合理化自

己越轨的权力）（Ａｎａｎ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可见，

合理化的产生，缘于个体预防腐败行动前的内

疚和阻力，或缓解腐败行动后对个体行为的担

忧 （Ｓｔａｗ，１９８０）。

（２）从群体到组织。与合理化相伴，腐败

过程的持续，需要社会化的支持。社会化策略

诱使腐败单位的新进入者们接受并参与正在进

行的非伦理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合理化行为。

社会化进程告知新人们所需的价值观、信念、

准则、技巧等，以助其在组织背景下履行职责

并有效发挥作用 （ＶａｎＭａａｎｅｎ，１９７６）。它成为

组织延续腐败的工具———企业通过吸纳、渐进

式和妥协这三种过程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Ａｎａｎａｄ，

２００３），在社会化进程中向新人们灌输意识形

态，使其形成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感，并与同

事的行为保持一致，继而参与到企业的腐败行

为中。因而，那些墨守成规者，往往比超越常

规者更容易犯罪 （Ｃｒｅｓｓｅｙ，１９８６）。

（二）组织层次的动因

１静态动因

（１）企业规模上，规模较小的企业更有可

能行贿 （Ｗｕ，２００９）。这是因为：其一，规模

较小的企业缺乏抵制官员索贿的能力，且它们

因为规模小，通常不会引起政府纪检部门和执

法机构的注意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３）；其二，大企

业通常有健全的内部程序来处理包括贿赂在内

的各种商业腐败，但小企业通常没有适当的内

部条款来处理此类问题 （Ａｒｖｉｓ＆Ｂｅｒｅｎｂｅｉｍ，

２００３）。

（２）经营绩效或预期收益。高速增长的企

业更容易行贿 （Ｗｕ，２００９），近期和未来盈利

更多的企业更可能行贿 （Ｃｌａｒｋｅ＆Ｘｕ，２００４）。

Ｇａｏ（２０１０）也证实了企业预期收益与其贿赂行

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企业选择去贿赂政府

官员的动机在于，其预期收益超过贿赂所承担

的成本。

２动态动因

（１）公司治理上，相比股东控制的企业，

经理人控制的企业更倾向于行贿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由于亚洲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普遍存在委

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会计实务也不够理

想，导致企业内部的贿赂难以被发现或减少

（Ｗｕ，２００９）。

（２）经营战略上，企业的出口导向越大、

外资或公有产权的份额越高，则其向政府官员

支付的贿赂越少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大部分亚

洲企业的家族企业形式，使其容易成为腐败官

员的索贿对象。腐败官员认为，家族企业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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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交易伙伴，因为他们只需要与一些个体

而非大量的企业打交道即可完成交易，这样便

减少了贿赂行为曝光的可能性 （Ｗｕ，２００９）。

（三）环境层次的动因

环境动因包括任务情境和制度环境两个方

面，两者均通过对组织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做出

反应，但压力形式迥异：前者通过影响投入和

产出的结构性压力；后者则通过法律、法规、

社会文化及专业化的要求对维持组织合法性的

成本产生影响。

１任务情境

任务情境是企业腐败嵌入的第一个层次，

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包容性、复杂性和动态性

（Ｄｅｓｓ＆Ｂｅａｒｄ，１９８４）。Ｂａｕｃｕｓ（１９９４）额外加

入不确定性环境，将它们作为企业腐败的共同

动因。Ｌｕｏ（２００５）将企业腐败的任务情境动因

概括为寡头垄断程度、法规控制、结构不确定

性三个方面，认为它们分别通过资源依赖

（Ｐｆｅｆｆｅｒ＆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１９７８）和信息不确定性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Ｌｏｒｓｃｈ，１９６７）与组织产生交互作

用。其中，寡头垄断程度与监管控制，反映了

企业竞争者与监管方的资源依赖；结构不确定

性则表明，行业结构信息的变异性抬高了企业

的交易与协调成本。理论预测及实证研究通常

认为，放松管制通过降低腐败官员的提取租金

能力，能够减少企业的行贿。与此相异，Ｗｕ

（２００９）发现，如果一场有关理想服务的价格战

加剧，则更高的市场竞争水平可能增加贿赂水

平。Ｈｕａｎｇ和 Ｒｉｃｅ（２０１２）发现，外国竞争者

在中国的腐败参与，将会导致中国国内企业支

出更大的贿赂。

２制度环境

与任务情境类似，制度环境也通过对组织

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做出反应，但这两种压力的

形式却迥异：任务情境通过影响投入和产出的

结构性压力来影响业务运营。制度环境则通过

法律、法规、社会文化及专业化的要求对维持

组织合法性的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业务运

营。作为重要的资源形式，制度环境包括制度

的透明度、公平性与复杂性三个维度 （Ｌｕｏ，

２００５）。削弱或诱致企业腐败的制度环境，涵盖

了ＧＤＰ、经济开放程度、政治体制的质量、法

律和文化根源诸方面 （Ｓａｎｙａｌ，２００５；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２０００），可以概括为正式与非正式两个方面。

（１）正式制度。目前对影响企业腐败的正

式制度的探讨，总体上涉及腐败的法院系统、

复杂的许可要求、对法律法规的非透明解释、

无效率的政府服务，以及高额的税收 （Ｗｕ，

２００９）。

从被动角度看，寻租理论将政府对经济活

动的 干 预，视 为 一 种 重 要 的 腐 败 来 源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８０）。比如，Ｌｅｅ等 （２０１０）指

出，政府官员通过运用条例和管制来行使其剩

余控制权，进而迫使企业向其行贿。政府官员

的自由裁量权越大，索贿的机会就越多 （Ｗｕ，

１９９９）。又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缺

乏提供优质服务的竞争，或促使其提高服务的

激励，从而导致他们不可能提供标准化的服务

质量。较低的政府服务质量，使得企业不便获

取正常的资源和机会。企业要想消除这种不便，

获得打包服务 （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就必须以行

贿为代价 （Ｇａｖｉｒｉａ，２００２；Ｒｏｓｅ－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２００２）。相反，对规则更透明的解释，以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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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服务，将会导致企业更小的行贿倾向

（Ｈｕａｎｇ＆Ｒｉｃｅ，２０１２）。

从主动角度说，当企业面临管制时，贿赂

成为摆脱管制的一种策略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３）。

以政府征税为例，在面临更高税负的企业中，

偷税漏税是财务造假的一种普遍形式 （Ｐａｌｄａ，

２００１）。偷漏税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贿赂税收

官员、实施财务造假的动机，因此，当企业面

临着更高的税负时，其更有可能参与贿赂

（Ｗｕ，２００９）。

事实上，政府管制往往与企业预期收益一

起，共同影响企业的腐败水平。在不完全竞争

的市场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行为，为企

业获得潜在收益创造了机会。为了获得这些额

外的资源或机会，企业便会行贿 （Ｌｉ＆Ｏｕｙａｎｇ，

２００７）。也就是说，预期收益部分地调节了政府

干预和企业贿赂之间的关系 （Ｇａｏ，２０１１）。

（２）非正式制度。腐败的普遍性与任意性。

腐败的普遍性反映了企业与当地政府官员接触

中遭遇腐败的平均可能性；任意性则指在既定

的国家或地区中，与腐败交易相联系的不确定

性的固有程度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当腐

败的特征变成惯例，就构成了组织外部制度环

境中的基本成分 （Ｃｏｌｌｉｎｓ＆Ｕｈｌｅｎｂｒｕｃｋ，２００４）。

腐败越普遍，企业接触到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其向政府官员行贿就越多；腐败越任意，企业

接触腐败就越困难，其向政府官员行贿就越少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对跨国公司而言，其子公

司所在东道国及其母国的腐败水平，均与子公

司在当地参与腐败行为的需要正相关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Ｇｏｍｅｚ，２０１１）。

文化和道德规范。目前，学界对文化影响

腐败的判断存在两种相反结论：一方面，文化

的有用性。比如，在美国，产业中的文化竞争

是企业腐败的重要成因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又

如，美国与中国香港的经理人对道德行为的判

断几乎没有文化相似性，说明文化对道德选择

有影响 （Ｒａｌｓ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这种影响更明

显地反映在跨越国界时道德判断的变化 （Ｒｏ

ｂｅｒｔ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另一方面，文化对腐败

和伦理道德观没有影响。这一结论源自对南非

和澳大利亚的经理人的道德信念的检验 （Ａｂｒａｔｔ

ｅｔａｌ，１９９２）。之所以得出相反结论，是由于它

们在方法、样本选择或分析层次上并不一致；

并且，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和男性化，

均与腐败的预期程度正相关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Ｗａｔ

ｓｏｎ，２００４）。随着研究的发展，人们开始考虑

文化和经济共同作用于腐败的效应。比如，人

均收入和腐败的认知观念成反比 （Ｈｕｓｔｅｄ，

１９９０）。又如，经济不景气与腐败正相关，文化

则能缓解腐败程度 （Ｇｅｔｚ＆Ｖｏｌｋｅｍａ，２００１）。

可见，无论是握有绝对权力的高层个体单

独腐败，抑或是其通过权力施压，辅以合理化

与社会化策略，最终使高管团队甚至公司整体

腐败，均需具备以下条件：①掌权者具有以上

个体主动或被动的特质；②个体动因与组织、

环境层次的动因形成互动，如政府严格管制资

源，企业为了获得发展机会而需向政府官员

行贿。

四、企业腐败的多重效应

主流结论认为，企业腐败是掠夺或扶持之

手。这与宏观层面腐败氛围影响经济效率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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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致 （聂辉华，２０１４）。也有极少研究将其视

为无为之手 （Ｋｕｎｃｏｒｏ，２００６）。进一步的研究

则发现了不同情境下的权变效应。

（一）掠夺之手

一些研究发现，腐败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

本，这种机制从两方面实现：第一，行贿增加

了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第二，腐败增

加了风险溢价，导致财务成本增加 （Ｗｕ，

２００９）。此外，还有在实施管制的官员身上花费

的时间成本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Ｗｅｉ，１９９９）。尽管贿

赂会花费企业大量时间与官员打交道，却并不

能帮助企业避免烦琐的管制规定从而获得次优

效率 （ＤｅＲｏｓａ，２０１０）。还有研究指出，腐败

会导致更弱的产权保护，从而迫使企业进行更

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避免研发、品牌与营销

等无形资产投资，因而会阻碍企业成长 （Ｃｌａｅｓ

ｓｅｎｓ＆Ｌａｅｖｅｎ，２００３）。具体数量上，据估计，

腐败使亚洲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了５％ （Ｋｒａａｒ，

１９９５）。也有研究指出，作为官员对企业资源的

掠夺，贿赂阻碍了企业增长，且这种阻碍作用

是税收的３倍 （Ｆｉｓｍａｎ＆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７）。

（二）扶持之手

持 “掠夺之手”观点的研究，多将企业置

于被动地位，忽略了企业主动腐败的情形。为

此，这里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介绍企

业腐败的积极效应，也即 “扶持之手”。

静态绩效。作为转型经济中俘获政府的一

种策略，贿赂有助于企业获得发展过程中所需

的一些关键服务，从而促进企业增长 （Ｈｅｌｌｍ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在经济转型国家，企业贿赂显著

正向影响其销售增长的机制，来源于贿赂的两

种功能——— “润滑剂”或 “保护费”所建立的

“关系资本” （李捷瑜和黄宇丰，２０１０）。其中，

“润滑剂”意指腐败有助于企业有效率地获取资

源或服务 （Ｌｕｉ，１９８５），“保护费”意为腐败有

助于企业免受政府官员的敲诈与掠夺 （Ａｃｅｍｏ

ｇｌｕ＆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５）。

除静态绩效外，企业腐败对其营销、创业、

创新等动态战略的影响与机制，正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比如，从企业腐败对其产品销售渠

道的影响来看：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生产率、

所有制等特征后，招待费支出能够显著地促进

企业对政府或国有企业的销售，从而证实招待

费确实被企业用于获得订单的不正当竞争手段

（黄玖立和李坤望，２０１３）。又如，贿赂能够显

著减少新建企业的复杂程序以及较高的最低资

本要求等政府管制，从而大大增加企业家的创

业活动 （Ｄｒｅｈｅｒ＆Ｇａｓｓｅｂｎｅｒ，２０１３）。再如，企

业腐败是将创新产品引入市场的一种更有效手

段，且这种效果在普遍腐败的国家更加明显

（Ｋｒａｍｍｅｒ，２０１４）。并且，企业腐败对创新具有

三类效应：①挤出效应：企业仅仅因为政府威

胁的 “保护费”而实施贿赂，在企业支出预算

既定的前提下，增加的腐败支出，必然导致研

发支出的减少；②替代效应：企业通过腐败支

出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从而不必

实施创新战略也能保持在市场的竞争优势，因

而减少了研发支出；③刺激效应：企业将通过

腐败支出获得的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用于更

多的研发活动，从而获取长期竞争优势 （刘锦

和王学军，２０１４）。

（三）权变之手

研究发现，向政府行贿的费用 （娱乐与差

旅支出）对企业具有多重功能：获得更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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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润滑剂；降低税率与政府过度管制的保

护费；建立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资本的正常业

务支出。尽管企业腐败在总体显著负向影响了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但当企业位于政

府服务质量较低的城市，或遭受严重的政府干

预，又或位于贫穷地区时，这种负向影响的显

著程度更弱 （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又如，在金融

市场不发达的地区，腐败可能缓解企业的融资

约束；而当金融市场更发达时，腐败则阻碍了

企业成长 （Ｗａｎｇ＆Ｙｏｕ，２０１２）。

五、企业腐败的控制策略

（一）组织内部的腐败治理

１控制腐败的合理化与社会化

组织消除腐败的最直接方法，便是排除并

阻止腐败个体的进入 （Ｌａｎｙｏｎ＆ Ｇｏｏｄ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４）。更系统化的方案，则是通过三条路径控

制与腐败相关的合理化和社会化：第一，培养

员工们的意识，训练员工们熟悉组织化和社会

化的策略，使其对此类行为保持警惕，以提高

组织中的道德氛围；第二，运用超越数字的绩

效评价———因为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基于数字

结果的评价，可能大大增加了由合理化和社会

化策略所驱使的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Ａｎａｎａｄ，２００３）；第三，通过高管以身作则，

培养组织中的道德氛围 （Ａｎａｎ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２有效的层级化和正式化

层级化和正式化可能阻止内部员工勾结引

发的企业腐败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

层级化有助于信息在企业内部安全有效地流通，

从而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监督员工，阻止员工

的内部勾结。同时，既然企业员工之间的长期

关系更容易导致员工勾结和腐败，那么老企业

应比新企业更需要层级化来解决这个问题；提

高员工的流通率，是缓解长期关系带来勾结和

腐败问题的有效措施。正式化则通过劳动合同、

工作说明书、工作评价方法、政策和程序手册

等正式的规章制度，限制使用权力进而减少内

部腐败。

此外，企业还可通过限制员工的自主权，

减少腐败机会以及其中的潜在利益 （Ｚｉｍｍｅｒ

ｍａｎ，２００１）。研究证实，拥有自主权的管理者

存在腐败的可能性，但制度化和正式化能够增

强权力使用的规范性，有效遏制管理者对权力

的滥用 （Ｓｕｎｄｓｔｒｏｍ，１９８８）。

不难发现，组织内部的腐败治理措施，包

括正式 （如奖励体系和正式的伦理行为）和非

正式 （如领导行为的变革）两方面，以便组织

成员定位并承诺更高标准的行为 （Ｗｅａｖ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９９）。但这也意味着，腐败行为已深

度嵌入组织内部的道德和认知框架中，影响组

织成员的思考和行动。此类研究的不足在于，

它们仅聚焦于控制组织的内部腐败，以及社会

规范和认知效应对组织内部行为的影响，而忽

略了从外部乃至整体视角控制腐败。

（二）组织外部的腐败治理

与前述内部视角不同，有研究强调，解决

腐败问题的最佳方案，在于从外部着手，剥夺

企业的自由裁量权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ｏｗｅｒ），以及

消除对腐败行为的激励 （Ｋｌｉｔｇａａｒｄ，１９８８）。具

体措施包括培育有效运行的市场规则，构建可

问责、透明的政府治理架构，以及使腐败非法

化的强制惩罚机制 （Ｔａｎｚｉ，１９９８）。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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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方法对于如何构建最佳路径，

来整顿既存的腐败体系仍不明晰 （Ｍｉｓａｎｇｙｉ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一方面，市场自由化被很多人

认为是减少腐败的灵丹妙药。它意味着政府的

过度、正式管制结构的移除。但是，促使市场

自由化的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仅在理论上对消

除腐败有效，却导致国家分裂，如苏联的解体。

另一方面，不合理地加入管制和惩罚结构，已

成为反腐的惯用手段。尽管有证据表明，管制

改革可能增进了经济绩效，如增长和投资 （Ａ

ｂｅｄ＆Ｄａｖｏｏｄｉ，２０００），但鲜有证据显示，这些

改革有效降低了腐败。这部分是因为腐败组织

通过弄虚作假来应对管制的变革 （Ｔｉｓｎé＆

Ｓｍｉｌｏｖ，２００４）。

因此，要突破组织行为学与经济学视角的

局限，需要整合宏观的制度理论和微观的集体

认同理论，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腐败问题。因

而，致力于反腐的改革者，必须作为 “制度企

业家”（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来行动。

具体而言，无论在宏观、微观抑或二者兼有的

层次，制度企业家应提出一个新的反腐制度逻

辑，同时制止支持既有腐败逻辑的身份、认知

模式与组织实践，并确保必要的资源来实施并

维持这个新的、众望所归的反腐逻辑 （Ｍｉｓａｎｇｙｉ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三）内外部协同的腐败治理

监管方通常认为，组织不会适当地自我管

制，因而有必要加强外部手段和制裁。这种外

部监管减少了企业的自主权，自然难以受到欢

迎。尽管如此，外部管制仍是减少腐败的综合

而有效的方法。当然，虽然它是一种有效且必

须的方法，但若对其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道德

文化的创造，仍无法有效控制企业腐败。因此，

控制企业腐败的最佳方法，便是强调法律和管

制责任支持下的愿望和价值观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

此外，即使组织开始采用设计好的正式制

度———包括高管监管、行为准则、沟通和培训

体系、匿名举报体系、对不端行为的明确纪律

措施———来阻止不道德和不合法行为，但若忽

视推动标准形成的内部文化的构建，也会导致

这些标准很容易从组织的日常运作中被分离

（Ｗｅａｖ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可见，多样化的制度准

则及其下设的正式道德机构，均无法真正解决

企业腐败问题。因而，组织可以通过逐渐营造

内部文化，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来支撑、固

化道德行为，形成引导员工的标准，并影响其

行动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内外结合的视角清楚地表明，在外部管制、

内部自我控制的作用下，企业内部文化的构建

对企业腐败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国家、

企业三者对于企业腐败的控制而言，是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各方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才能

达到最终目的———控制企业腐败。

（四）多维度的腐败控制

根据不同维度划分的企业腐败，应采取相

应的反腐败措施。比如，当腐败程度较高且涉

入组织层级较多时，应实行结构化的外科手术，

以阻止猖獗的腐败行为渗透到整个组织中；当

腐败程度较高而涉入层级较少时，应实施专科

手术，以治疗集中于特定的业务单元、领域或

地区中的严重腐败疾病；当腐败程度较低而涉

入层级较多时，可采用渐弱的注射方式，来治

疗小规模、处于早期阶段却是整体腐败的疾病；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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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腐败程度较低且涉入层级较少时，则需部分

药物治疗，以消除寄生于小部分组织中的少量

腐败症状 （Ｌｕｏ，２００５）。

类似地，过程或结果导向 （纵向）与社会／

文化或管理传导渠道 （横向）的八个不同交叉

区域，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腐败控制机制：①科

层控制：将工作过程标准化，也包括使规则、

路线和政策程序化，阶层和集权结构化，工作

专门化。②惩罚：建立惩罚腐败行为的相应措

施，促使人们从其行为结果中学习。③激励联

盟：关注外部激励对行为的影响，但更多致力

于确保员工与领导的目标一致性。④法律／法规

制裁：管制制度制裁的压力，促使理性的决策

者避免实施腐败行为。⑤社会制裁：预期的外

部审判，会影响组织中个人的行为。⑥监督控

制：关心最终对组织有建设性意义的员工偏离

群体规范的方式 （Ｗａｒｒｅｎ，２００３）。⑦自我控

制：个人自愿受组织中社会／文化的影响。⑧协

调控制：与科层控制类似，通过可接受的行为

参数，减少自主权的负面作用 （Ｌａｎｇｅ，２００８）。

这种多维度的腐败控制模型，创造性地将控制

类型置于其他类型的背景下，为研究腐败控制

做出了重要的概念性贡献。

六、中国情境下企业腐败的特殊性

（一）转型期的市场、法制与政府管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转型，成

为日益增加的贿赂和腐败的基本驱动因素

（Ｓｈａｆ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换言之，中国变化环境

中的转型和配套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创

造了日益增加的机会和动机 （Ｇｕｏ，２００８）。这

种特殊的商业环境，使中国的企业腐败有别于

西方情境，并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１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就市场化改革与企业贿赂倾向的关系，学

界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方面，开放的竞

争提高了透明度，降低了腐败水平 （Ａｄｅｓ＆

ＤｉＴｅｌｌａ，１９９９）。其内在机制在于，增强的市场

竞争通过减少垄断、为企业提供新的销售机会，

使得企业支付贿赂的可能性减少，因而企业所

处的市场环境越具竞争性，支付贿赂的可能性

就越小 （Ｗｕ，２００９）。另一方面，激烈的市场

竞争增加了贿赂的普遍性。中国对全球市场的

开放政策，为本土商业环境中的企业创造了大

量机会 （Ｄｕｎｆｅｅ＆Ｗａｒｒｅｎ，２００１），但外国企业

的不断进入也引发了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为

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本国企

业和外国企业可能都不得不通过贿赂政府官员

来获取有限的稀缺资源和机会 （Ｈｕａｎｇ＆Ｒｉｃｅ，

２０１２）。进一步，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腐

败，腐败的普遍性逐渐提高，使得企业认为参

与贿赂等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是巨大的，因此

也会加入众多的贿赂者队伍。此外，伴随参与

贿赂企业数量的增加，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减少———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接触政府

并认识到政府可分配的资源和机会等潜在利益，

从而强化了政府干预和特定企业的预期收益

（Ｇａｏ，２０１１）。

２法律体系不健全

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乃至作为新兴经济

体的亚洲地区，由于经济起步较晚，相关的法

律法规制度并不完善，市场并不健全。为控制

腐败行为的传播，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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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门，对腐败官员和支付贿赂的企业双方

都造成了风险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０）。但是，在许

多亚洲国家，法律体系本身也如同其他政府部

门一样腐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导致

行贿等企业腐败行为更广泛地蔓延 （Ｗｕ，

２００９）。

３政府管制加强

传统的寻租理论将腐败视为寻租行为的一

种特殊类型 （Ｒｏｓｅ－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９）。在经济

活动中，政府以执照、配额、许可证、批准、

授权书、特许经营权转让等形式，创造了任意

性和人为的稀缺性 （Ｇａｏ，２０１１）。为了在政府

官员干预下获得更好的机会和资源，企业不得

不向相关政府官员行贿。因此，政府对经济活

动的干预被视为腐败的主要原因 （Ｍａｎｉｏｎ，

２００４）。在中国情境下，经济转型期间，政府对

经济的宏观调控明显增强；政府为加速经济增

长、推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调整收入分配、

控制商品价格和其他经济活动而运用各种工具

或政策。这就为寻租行为的双方———官员和企

业同时创造了机会。实证分析证实，企业腐败

行为与政府干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Ｇａｏ，

２０１１）。

（二）传统的商业文化与独特的道德认知

１传统的商业文化———关系

“关系”是社会网络的俗称 （Ｙｅｕｎｇ＆

Ｔｕｎｇ，１９９６）。它起源于依靠潜在的等级、相互

依赖和相互作用的道德原则而长期建立的儒家

传统 （Ｈｗａｎｇ，１９８７），并通常被认为是在中国

社会获得商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Ｒ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甚至意味着一切 （Ｆｏｘ，１９８７）。进入中

国市场，就意味着进入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Ｓｕ＆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１）。关系是互惠的，它同

时蕴含了请求／接受支持的优势和报答的义务

（Ｈ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因而，关系运用对中国

商业道德认知和腐败存在两种对立效应：它不

仅影响了个人职业／晋升、商业合同／贸易，也

会导致腐败和社会不公。

具体而言，一方面，关系有利于商业的正

常开展。它能帮助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

率、避免坏账，还有助于获得政府的许可和贷

款、项目和资源 （Ｗａｒ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中国

人通常赞成为维持关系网络而使用礼物，且认

可对官员的 “简易化支付”以保证正常经营

（Ｐｅｄｅｒｓｏｎ＆Ｗｕ，２００６）。研究表明，虽然大多

数中国内地的经理人信奉儒家价值观，但那些

信奉道家道德哲学等相对论的人，更倾向于看

到腐败有利的一面 （Ｔｉａｎ，２００８）。然而，绝大

多数香港银行业经理人所应用的道德理性，则

是基于捍卫法律和社会规范而非服从或互惠的

原则 （Ｈｏ＆Ｒｅｄｆｅｒｎ，２０１０）。

另一方面，关系也会增加贿赂等腐败行为

的发生。不恰当地运用关系，可能会引发中国

社会中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等不道德行为 （Ｈｕｎｇ，

２００８）。研究显示，企业间更高的社会网络水

平，与更大的行贿倾向显著相关；单个企业的

社会网络水平，与涉入的行贿总额显著正相关

（Ｈｕａｎｇ＆Ｒｉｃｅ，２０１２）。也就是说，在中国情

境下，关系的运用与商业道德标准、企业社会

责任之间呈负向关系 （Ａｎｇ＆Ｌｅｏｎｇ，２０００）。

承载这一逻辑，Ｋｈａｎｎａ等 （２０１５）研究发

现，ＣＥＯ通过其委任决策与高管及董事建立起

来的关系，会显著提高公司违规倾向，并降低

违规后被稽查出的概率。并且，这种关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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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掩盖腐败行为、降低 ＣＥＯ被发现后解雇的

可能性，以及降低执行非法行为的协调成本，

降低了腐败的预期成本。此外，曾经的工作、

教育或社会组织经历形成的网络关联，以及基

于此形成的关系，对腐败并不重要。类似地，

陆瑶和胡江燕 （２０１６）研究发现，ＣＥＯ与董事

间的 “老乡”关系，会显著提高公司违规倾向，

并降低违规后被稽查出的概率；人们之间的信

任程度和风险偏好，会显著增强 “老乡”关系

对公司违规的影响，而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则会

显著地减弱 “老乡”关系的影响。此外，陆瑶

和李茶 （２０１６）研究表明，ＣＥＯ对董事会的影

响力增加时，公司违规的可能性增加。公司所

在地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越高，ＣＥＯ对董事会

的影响力对公司违规倾向的影响越弱；而所在

地的风险偏好越高，这一影响则越强。最后，

本文研究了ＣＥＯ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影响公司违

规行为的一个潜在渠道———阻碍和延长稽查时

间。上述结论意味着，上市公司管理层、投资

者、监察机构和公司治理专家应审慎关注基于

委任的ＣＥＯ关系、裙带关系、ＣＥＯ对董事会的

影响力等软因素对公司腐败的影响。

此外，在讨论关系对腐败程度的影响上，

还存在一些新颖的观点。比如，关系可以分为

工作关系和后门关系：前者是与职场目标有关

的互惠过程，后者则是商谈业务解决方案的过

程，且这种解决方案涉及其中至少某一方的个

人收益，它与腐败、贿赂、庇护等不道德的行

为相联系 （Ｂｅｄｆｏｒｄ，２０１１）。类似地，面临日益

加剧的市场竞争，中国企业的关系运作过程又

可分为运用关系和滥用关系：前者将行贿作为

一种积极的应对挑战策略，后者将行贿作为一

种消极的防御，且这两种形式关系的运作，都

会导致贿赂趋势的增加以及腐败水平的上升；

而作为培养关系连接的必要代理，中介机构可

能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伦理行为的恶化 （Ｈｕａｎｇ＆

Ｒｉｃｅ，２０１２）。

２独特的道德认知

受传统儒家、道家等先哲们对道德认知的

影响，中国人对腐败有着独特的认知。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中国大陆和中国

台湾地区的关系运用中，交换礼物是一种常见

的、可接受的商业惯例，传统的商业关系因此

而得到发展。但这在西方却是无法接受的行为

（Ｈ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因为交换礼物的行为会

导致普遍的官僚腐败，而个别官员试图以其关

系的使用来索要 “经济租金”（Ｐｅｄｅｒｓｏｎ＆Ｗｕ，

２００６）。第二，中国经理人对中国最普遍的三种

商业贿赂形式 （贿赂、折扣和送礼）的有利程

度的认知，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道家的 “相

对主义”正相关，即认为贿赂更有利 （Ｔｉａｎ，

２００８）。第三，根据中国的法律，送礼是否属于

贿赂行为取决于礼物的价值，若礼物大到足够

影响接受者的决策，那么这份礼物就成了贿赂

（Ｔｉａｎ，２００４）。因此，在中国判断送礼是否为

贿赂，存在一条准线，虽然并非十分清晰：在

准线以内，送礼纯属中国社会的人情往来；但

越过此线，送礼就变成一种违法的贿赂行为。

七、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前瞻

（一）结合供给与需求，比较中国与西方

研究对象方面，国内腐败研究主要聚焦于

公共机构 （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或中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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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景坤，２００９），却较少关注企业组织；对企

业腐败的少量研究，又聚焦于高管腐败而非企

业腐败 （徐细雄，２０１２）；国际研究关注跨国公

司，国内探讨则聚焦于国有企业 （黄群慧，

２００６；徐细雄和谭瑾，２０１３）。然而，如前所

述，绝大多数腐败发生于商业组织与政治机构

之间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２００１）。因此，

未来对腐败的研究，应首先突破既有对非政府

或者企业内部高管腐败的探讨，增加对利润驱

动的商业组织的关注 （Ｌｕｏ，２００５）。更进一步

地研究则应结合腐败的供给与需求双方，构建

系统的分析框架。

研究情境方面，当前有关企业腐败研究的

大部分成果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借鉴

西方情境下较为完善的企业腐败研究成果用以

指导中国实践必不可少。然而，转型中国的文

化、经济、政治都有别于西方国家，腐败问题

更加独特 （李莉，２０１３）。因而不能简单照搬西

方的企业腐败研究结论。目前鲜有文献在微观

层次探索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与不同所有

制企业的腐败程度和形成机制 （寻民利，

２００１），也就未能提出有针对性的腐败控制策

略。因而，未来研究可结合转型中国不同地区、

行业与所有制企业在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方面

的巨大差异，探索企业腐败行为的特点与成因，

例如就所有制而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腐败

是否一个偏重于组织腐败，一个偏重于个人腐

败？两者危害是否存在不同？治理的视角有何

差异？民营企业普遍努力营造的政企关系有何

影响？

（二）融合学科视角，整合分析框架

学科视角方面，虽然海外腐败研究的功能、

制度或文化学派均从不同学科解释腐败问题，

但大多仅涉及一个方面，且各学科多在分析其

他政治、经济问题的过程中附带涉及腐败问题，

或将腐败问题作为其他问题的原因或结果 （李

莉，２０１３），因而不够专门、系统。相比而言，

国内聚焦于公共机构的腐败研究，大多从政治

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而关注商业组织的腐

败研究，则多出于经济学 （刘宏斌，２００６）或

法学 （何增科，２００８）视角。因此，未来对企

业腐败前因与效应的探索，应将经济学对个人、

组织行为学对组织、社会学对制度的关注有机

结合。

理论框架方面，既有研究集中于考察宏观

的地区／行业腐败对微观企业过程与绩效，或者

宏观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党力等

（２０１５）实证证明，国家整体反腐力度的加强会

显著促进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创新行为。事

实上，对企业腐败前因的探讨，应该包括环境

压力、产业和组织结构以及领导者决策等综合

因素 （Ｍｉｓａｎｇｙ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因而，未来研究

应进一步探索宏观环境因素通过战略领导作用

于微观企业腐败的效应与机制。以图２中的制

度环境为例，未来可以从两方面探索：①正式

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对企业腐败的影响

（Ｋｅ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②结合高阶梯队理论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Ｍａｓｏｎ，１９８４），考察战略领导的

作用，如管理者工作需求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ｊｏｂｄｅｍ

ａｎｄｓ）或管理自主权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的

中介或调节作用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７）。

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完善 “宏观—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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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宏观”的分析框架 （张三保和张志学，

２０１４）①，未来还应从微观到宏观，探索企业腐

败这种微观现象影响宏观制度变迁的路径。图２

也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路径：①经过合理化、社

会化的过程，组织层次的腐败累积成为行业、

地区层次的腐败氛围，进而形成腐败的外部环

境。②企业腐败通过影响组织的过程与绩效，

进而影响行业、地区经济增长，并倒逼外部环

境的变革。

图２　腐败研究的 “宏观—微观—宏观”分析框架

（三）更新研究方法，探索测量方案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描述

腐败现象 （何增科，２００８），或者从理论上推演

腐败成因，缺乏基于严谨实证分析的证据 （李

莉，２０１３）。比如，从心理社会微观视角出发，

探讨从管理者非伦理行为到集体不道德，最后

导致企业腐败的衍变过程及内在机制 （谭亚莉

等，２０１１）。因此，未来应加大实证研究力度，

在继续强调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揭示企业腐败机

理的基础上，注重完善企业腐败的测量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定量分析。

指标测量方面，中国情境下的企业腐败研

究，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其测量方法的开发，以

便客观反映现状。可能的数据包括问卷调查和

代理指标两种来源。问卷调查可以参考获取微

观腐败数据的访谈方法 （Ｒｅｉｎｉｋｋａ＆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６），以及结合自评和他评的测量方法 （张三

保和张志学，２０１２）。代理指标又有两种测量方

法和数据来源：①除前述提及的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

年 “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世界银行于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对中国２５个城市２８４８家

企业进行了新一轮的营商环境调查。这些企业

来自１１个制造行业和７个服务行业，共有２７００

家民营企业和１４８家国有企业。该调查同样涉

及企业的招待费、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等信息，

为代理测量企业腐败提供了可能。②可从中国

上市公司数据库中，提取诸如被证券监管机构

公开谴责或差旅费支出等企业丑闻或腐败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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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指标。

（四）整合多层成因，探讨形成机制

对中国情境下企业腐败成因的既有探讨，

大多来自组织内部或外部的某一方面。外部方

面包括地区市场化进程、贫富差距、财政赤字

和失业率等 （陈信元等，２００９），以及经济转轨

时期面临的放权改革、政府干预、薪酬管制

（徐细雄和谭瑾，２０１３）。内部方面则包括组织

老化和利益固化在内的组织惰性 （白景坤，

２００９）。此外，还有内外兼具：内生因素包括信

息不对称、团队卸责和分权悖论；外部社会条

件则包含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缺陷、委托代

理理论揭示的监督机制失灵、社会转型期规则

变迁的特殊性等 （刘宏斌，２００６）。当然，内外

界限有时也比较模糊。比如，作为一种替代市

场的非正式交换机制，“关系”是腐败的必要组

成部分。因此，是腐败制造了 “关系”文化，

而非 “关系”文化诱发了腐败 （Ｌｉ，２０１１）。

除个体、组织与行业层次外，既有研究对

腐败前因的探讨已经扩展到制度层次，并涉及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其中，前者包括

腐败的法院系统、复杂的许可要求、对法律法

规的不透明解释、无效率的政府服务、高额的

税收、政府干预水平；后者则包括关系和社会

网络。然而，这些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指标的开

发还不够丰富，测量精度也有待商榷，难以准

确反映中国转型情境下的真实制度背景。因而，

未来研究应首先系统回顾有关制度环境的理论

与相关文献，挖掘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

中特有现象所反映的制度要素，并检视改革开

放３０余年来的制度变迁。之后，可结合图２中

的分析框架，归纳既有研究中涉及的高管、企

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腐败的制度诱因，以及影

响管理自主权的制度因素，由二者交集即可确

定制度要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个体、

组织、行业、制度等跨层次前因及其互动，来

揭示企业腐败的多层成因，并比较这些不同层

次前因的重要程度，从而为腐败控制提供依据。

（五）澄清静态效应，关注动态过程

企业腐败的静态效应，涵盖掠夺之手、扶

持之手和无为之手三种结论。造成不同结论的

根源，在于组织所处的不同情境。据此，未来

可从两个方面着手，澄清企业腐败对自身绩效

的效应：其一，继续发掘不同的情境变量，探

索它们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其二，考虑两

者之间可能不仅是线性关系，并通过实证研究

分析非线性关系的可能性。企业腐败的复杂性，

一方面出于其繁复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因

为它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过程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因此，未来研究应从动态的观点

出发，在上述框架的基础上，结合战略领导，

探讨企业腐败对更多企业战略与治理的影响。

（六）探索控制机制，指导反腐实践

解决腐败问题， “从根本上说，还得靠改

革、靠制度” （李雪勤，２０１４）。为此，应通过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组织改革，精简

和整合组织机构，优化业务流程以及完善公务

员绩效考核制度，来建设克服行政组织惰性、

避免腐败行为的机制 （白景坤，２００９）。

当然，解决腐败问题单从宏观制度改革着

手还不够，还应 “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李雪勤，２０１４）。比如，应从组织设

计和制度安排两方面着手克服企业腐败 （刘宏

斌，２００６）。对于遏制商业贿赂，则可落实以下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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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条措施：积极推进法律改革；深入推进市场

化改革；加强对公、私部门的政府监管和社会

监督；完善企业、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完善公

职人员行为约束机制；通过专门立法和专业化

的执法机构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商业欺诈、贿

赂犯罪；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商业贿赂提供有

效渠道和保障 （何增科，２００８）。未来改革措施

的研究应紧紧围绕前述总结的企业腐败前因，

一方面加强企业内部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完

善国家的顶层制度设计，在借鉴多维度腐败控

制的基础上，分阶段、有重点、循序渐进地推

进我国的整体反腐败工作，形成政府与市场的

良性关系。

（接受编辑：贾良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８日

接受日期：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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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Ｏ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４４，

１１２－１４４

［１００］ Ｒａｌｓｔｏｎ，ＤＡ，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ＤＪ，Ｃｈｅｕｎｇ，

ＦＭ，＆Ｔｅｒｐｓｔｒｓ，ＲＨ１９９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ｖａｌ

ｕ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ｏｆＵＳ，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ＰＲＣ ｍａｎａｇ

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４（２），

２４９－２８６

［１０１］Ｒｅｅｄ，ＡＨ，＆ Ａｑｕｉｎｏ，ＫＦ２００３Ｍｏ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ｍｏｒａｌ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ｗａｒｄｏｕｔ－

ｇｒｏｕｐ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８４，

１２７０－１２８６

［１０２］Ｒｅｉｎｉｋｋａ，Ｒ，＆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Ｊ２００１ Ｃｏｎ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ｔ，＆ｒｉｓｋＩｎＲｅｉｎｉ

ｋｋａ，Ｒ，＆ ＰＣｏｌｌｉｅｒ（Ｅｄｓ），Ｕｇ＆ａ’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ｆａｒｍｓ，ｆｉｒｍ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１０３］Ｒｅｉｎｉｋｋａ，Ｒ，＆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Ｊ２００６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ｖｅｙｓ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３４（２），３５９－３７０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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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Ｒｅｎ，Ｂ，Ａｕ，ＫＹ，＆ Ｂｉｒｔｃｈ，ＴＡ

２００９Ｃｈｉｎａ’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６（２），

２１９－２４０

［１０５］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Ｃ，＆Ｗａｔｓｏｎ，Ａ２００４Ｃｏｒｒｕｐ

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５（４），３８５－３９６

［１０６］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Ｃ， Ｃｒｉｔｔｅｎｄｅｎ， Ｗ， Ｂｒａｄｙ，

Ｍ，＆Ｈｏｆｆｍａｎ，Ｊ２００２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ａ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ｓ：

Ａ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３８

（４），３２７－３３８

［１０７］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Ｐ，Ｕｈｌｅｎｂｒｕｃｋ，Ｋ，＆ Ｅｄｅｎ，

Ｌ２００５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ｎｔ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ｍｕｌ

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３０（２），

３８３－３９６

［１０８］Ｒｏｓｅ－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Ｓ１９９９，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ａｕｓｅ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０９］Ｒｏｓｅ－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Ｓ２００２Ｇｒ＆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６（９），１８８９－１９１８

［１１０］Ｓａｎｙａｌ，Ｒ２００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ｂｒｉｂｅｒｙｉ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

ｔｏ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５９（１－２），１３９－１４５

［１１１］Ｓｈａｆｅｒ，ＷＥ，Ｆｕｋｕｋａｗａ，Ｋ，＆Ｌｅｅ，Ｇ

Ｍ２００７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ｓｏ

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ＵＳｖｅｒｓｕｓ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７０（３），２６５－２８４

［１１２］Ｓｐｅｎｃｅｒ，Ｊ，＆Ｇｏｍｅｚ，ＣＢ２０１１ＭＮＥ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２，２８０－３００

［１１３］Ｓｔａｗ，ＢＭ１９８０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ｆｅＩｎ Ｓｔａｗ，ＢＭ，＆ ＬＬ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Ｅ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４５－８０

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ＣＴ：ＪＡＩＰｒｅｓｓ

［１１４］Ｓｕ，Ｃ，＆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ＪＥ２００１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ｕａｎｘ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ａｌｄｉｌｅｍｍａｉｎｍａｉｎｌ＆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３３（３），１９９－２１０

［１１５］Ｓｕｎｄｓｔｒｏｍ，ＷＡ１９８８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ｗａｇ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２０１－２２４

［１１６］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Ｊ２００３Ｗｈｏｍｕｓｔｐａｙｂｒｉｂｅｓ＆ｈｏｗ

ｍｕｃ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ｒｍ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８（１），２０７－２３０

［１１７］Ｔａｎｚｉ，Ｖ１９９８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Ｃａｕｓｅ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ｓｃｏｐｅ，＆ｃｕｒｅｓＩＭＦＳｔａｆｆＰａｐｅｒｓ，

４５（４），５５９－５９４

［１１８］Ｔｉａｎ，Ｑ２００４，Ａ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ｒｍ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ｅｔｅｒＬａ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

［１１９］Ｔｉａｎ，Ｑ２００８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ｂｒｉｂｅｒｙ

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ｏｕｒ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８０（３），４３７－４４５

［１２０］Ｔｉｓｎé，Ｍ，＆ Ｓｍｉｌｏｖ，Ｄ２００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ｕｐ：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Ｓｏｒｏ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２１］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Ｄ２０００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７６

（３），３９９－４５７

［１２２］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２００１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０７３１

［１２３］Ｖａｎ，ＭＪ１９７６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

ｗｏｒｋＩｎＤｕｂｉｎ，Ｒ（Ｅｄ），Ｈ＆ｂｏｏｋｏｆｗｏｒｋ，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ｐ６６－１３０）Ｃｈｉｃａｇｏ：Ｒ＆ＭｃＮａｌｌ

［１２４］Ｗａｎｇ，Ｙ＆Ｙｏｕ，Ｊ２０１２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ｆｉｒｍ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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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ｗ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３，

４１５－４３３

［１２５］Ｗａｒｒｅｎ，ＤＥ２００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２８（４），６２２－６３２

［１２６］Ｗａｒｒｅｎ，ＤＥ，Ｄｕｎｆｅｅ，ＴＷ，＆Ｌｉ，Ｎ

２００４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ｓｗｏｒｄｏｆ

ｇｕａｎｘ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５５（４），３５３－３７０

［１２７］Ｗｅａｖｅｒ，ＧＲ，Ｔｒｅｖｉｏ，ＬＫ，＆Ｃｏｃｈｒａｎ，

ＰＬ１９９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ｅｅｔｈｉｃ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２

（５），５３９－５５２

［１２８］Ｗｅｂｅｒ，Ｊ，＆Ｗａｓｉｅｌｅｓｋｉ，Ｄ２００１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ｍｏｒ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ｍ

ｐａｃｔｏｆｃｏｎｔｅｘ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０（１），７９－１１０

［１２９］Ｗｈｅｅｌｅｒ，Ｓ，＆ Ｒｏｔｈｍａｎ，ＭＬ１９８２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ａｐｏｎｉｎ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ｃｒｉｍｅ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８０，１４０３－１４２６

［１３０］Ｗｕ，Ｘ２００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ｂｒｉｂｅｒｙｉｎＡｓｉａｎ

ｆｉｒｍ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ｕｒ

ｖｅ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８７（１），７５－８８

［１３１］Ｙｅｕｎｇ，Ｉ，＆Ｔｕｎｇ，Ｒ１９９６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

ｇｕａｎｘｉ（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５（２），

５４－６５

［１３２］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ＢＪ２００１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ＢＪ，＆ＤＨＳｃｈｕｎｋ（Ｅｄｓ），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ｎｄｅｄ，１－３８）Ｍａｈｗａｈ，ＮＪ：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Ｅｒｌｂａｕ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

—４３１—


